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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伦理型领导以忠诚、正直、关怀下属和保护组织道德规范为出发点，其对下属员工的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

但是，目前研究伦理型领导对职务态度影响的研究，尤其是以分配公平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较少，在中国国有企业

进行伦理型领导对职务态度影响的实证研究更是罕见。在商业道德缺陷日益凸显的今天，开展对中国国企的伦理型

领导力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研究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进行完善研究，以期做有益的补充。首先

从对道德型领导、职务态度和分配公平的相关文献梳理加以叙述，其次在分配公平的调节作用下，探讨伦理型领导

对职务态度的影响，选择 CP企业 556个有效样本进行调查，借助 Spss25.0与 Amos26.0对数据进行分析，证明了本

文所有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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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ical leadership follows the moral principles of honesty, integrity, caring for employees, and maintaining the
team, which will inevitabl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mployees. However,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job attitudes, especially the selection of distributive fairness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s still rare, especially empi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even rarer. In today's increasingly evident lack of business ethics, conducting
research o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is issue and improves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ethical leadership, job attitudes, and fair distribution,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job attitudes und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air distribution. 556 valid samples
from CP company were selected for the survey. Using SPSS 25.0 and Amos 26.0 to analyze the data, all hypotheses in this
article were valid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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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对伦理型领导力的研究不仅成为了当下很多企业发展较为关心的问题也是组织管理研究的一个

关注点。特别是伦理型领导力中包含的公平思想更是研究的焦点问题。Haidt和 Joseph（2004）认为

公平是人类伦理道德领域中的核心话题[1]，牟毅和朱莉琪（2007）认为这也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

济学等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2]。于静和朱莉琪（2010）认为，分配公平是指人们社会交往中采

用的一种综合考虑自我和他人利益的策略[3]。Lind 和 Earley（1982）认为，个体处于分配公平的环

境下，将会表现出对社会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个体意识到分配不公平现象盛行时，个体容易表现出

诸如生气、焦虑、恐惧和厌恶等敌对反应，将会对企业的管理产生重要影响[4]。中国国企作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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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中坚力量，围绕中国国企员工这一明确的研究对象展开研究，特别是开展伦理型领导对职务

态度的影响，并与以分配公平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丰富伦理型领导的理论，更具有重要

和现实意义。

2 文献研究

2.1 伦理型领导力研究综述

相比其他类领导研究，伦理型领导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尚处在初期。首先是伦理型领导的定义，

Brown（2006）提出的定义被大多数学者认可，具有权威性的定义[5]。目前西方国家有关伦理型领导

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此量表测量伦理型领导，在国内方面，相较于其他测量量表，此量表也得到了

最大程度的认可，刘松博（2013）[6]、汤临佳（2016）[7]等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均引用 Brown 的量

表对中国情景下的伦理型领导进行测度，其在中国环境中的适应性得到了高度评价。范昕俏（2022）

的研究强调了伦理型领导力在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性，并指出现有研究在测量工具的开发上存在不足。

这类研究试图通过开发和完善测量工具来更准确地评估领导者的伦理行为和特质[8]。

国内外伦理型领导的含义差别比较研究，以及开发根植于中国国企实际情境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的。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到一些不错的发现，但笔者还是认为厘清中国情境下国有企业的

伦理型领导内涵，并检验和开发符合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伦理型领导力理论及其影响还是应

当关注和重视的问题。

2.2 职务态度研究综述

本文考察职务态度时，选取组织行为学中相对看重的两个方面：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Meyer

和 Allen（1997）认为组织承诺是体现员工与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状态，分为情感忠诚、持续忠诚和

道德忠诚三种类型[9]。胡卫鹏（2004）组织承诺是一种重要的职务态度变量，反映了员工对所属组

织在感情上、目标上和行为上的理解、认可和支持程度[10]。Buchanan于 2010年把组织承诺定义为:

个人对所属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认同，个人与组织目标和价值观的关系，以及由于这种认同和关系

而带来的个人对组织的情感体验[11]。Porter（1976）等人在总结以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正式把组织

承诺定义为“个人对特定组织的认同和卷入程度”[12]，后来的研究者把这类组织承诺定义为组织承

诺。在 Porter的研究基础之上，Meyer和 Allen 正式提出了组织承诺，接受了 Porter的定义，但是重

新开发了感情承诺量表（Affective Commitment Scale, ACS）并在 1997年重新做了修订。刘耀中（2006）

提出组织承诺是构成电信业员工职业承诺的重要维度，是个人情感需要领域，是为了满足员工的情

感需要，提高工作生活质量，是职业承诺中解释方差贡献率最大的因素[13]。张勉等（2007）认为组

织承诺主要是由于对组织有深厚的感情，而不是受物质利益驱动，属于一个情感性的维度[14]。Meyer

和 Allen（1990）将组织承诺定义为员工在情感对组织认同和卷入的总强度[15]。黄丹(2019)的研究揭

示了伦理型领导力、组织伦理氛围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组织伦理氛围在其中的中介作

用[16]。目前关于组织承诺的研究多从离职／留置意向的角度进行探讨，缺乏从领导力的角度进行系

统研究。

Robbins（1997）认为工作满意度是指个人对其所从事的工作是否喜欢的一般态度，个人的工作

满意度水平越高，对工作就可能持积极的态度，反之就可能持消极的态度[17]。张勉等（2007）认为

工作满意度是最重要的态度变量，学者们试图用其来解释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表现，如工作绩效等

个体行为[14]。张黎莉（2005）认为虽然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一直是组织行为学中的热点，但由于不

同学者出发点不同，因此工作满意度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18]。Locke（1976）将工作满意度视为



第 1卷 王毅等 第 1期

91

整体性的概念他们将工作满意度看做一个单一的概念，并不渉及工作满意度的各个方面和工作满意

度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而仅将工作满意度的概念视作一般性的解释，将重点放在员工对与其工作及

工作环境所持有的一般态度[19]。季司文（2020）的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力对工作绩效有正向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会通过工作-家庭平衡的中介作用发挥出来[20]。张浩（2022）的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探讨了伦理型领导力对员工绿色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团队正念和心理资本在其中的中介作用[21]。

2.3 分配公平研究综述

分配公平由 Adam（1965）首先定义，从公平理论中引申产生[22]。Beugre（2012）认为个人对分

配公平的感知分为横向与纵向的感知，横向是指个体将自身的投入产出比同他人进行比较而产生的

感知，而纵向是自身投入与产出的比较[23]。员工是否认可组织的分配公平，对其敬业度具有重要影

响。孙利平、凌文桂、方俐洛（2009）的研究证实下属的公平对其敬业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指

出公平在决定资源分配过程中通过对员工幸福感的关注对组织支持感有强烈的累积效应[24]。但是，

因测度分配公平感量表的不一造成研究结果分歧较大，例如分配公平对组织承诺影响研究认为分配

公平对组织承诺影响无显著性，也有学者认为分配公平有显著影响，且分配公平感不同维度对组织

承诺各方面影响差异不同。对企业管理实践而言，全面认识影响员工分配公平感的因素和分配公平

对工作满意度及组织承诺的影响过程机制，是提升员工绩效的基础。

3 研究模型与假设

3.1 研究模型

通过先前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伦理型领导力会影响职务态度，同时分配公平会对伦理型领

导力和职务态度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伦理型领导可激发并持续改变团队成员对周边环境的伦理感

知，员工通过这些标准不断约束改进自己的言行。王端旭等（2017）对中外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

伦理型领导与职务态度之间关系的调节变量中，比较重要的是分配公平[25]。所以由此本文认为伦理

型领导力对职务态度产生影响的同时，分配公平可能对伦理型领导对职务态度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将伦理型领导作为自变量，把职务态度作为因变量，将分配公平作为调节变量，对

此进行检验分析，据此建立研究模型如图 1：

图 1 研究模型

Fig. 1 Research model

3.2 研究假设

员工与组织的社会交换关系中，员工会根据自己的投入和工资获得情况决定自己的投入力度，

然而这种有意识的选择却容易受个人的公平知觉和社会公平标准影响。人们研究证明，个人的公平

感知常常是将自己获得的收入和投入与其他人获得的收入和投人进行比较而获得的。行业差别性绝

对工资差异说明，个人对分配的公平知觉主要比较企业内部及其他同行业企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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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锦云（2007）在分配公平进行研究时也发现，领导对于分配公平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27]。Brown

和 Trevino（2006）的研究表明，领导者有强烈的道德感，会更加注重组织的伦理行为，在做决策时

会充分考虑伦理道德以期做出公平、客观的决策[5]。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员工对组织的回报与组织

给予他的相应付出相关，当员工受到领导的公平对待时，便会采取积极行为进行回报，反之则会以

消极行为对待他的工作[22]。而刘亚，龙立荣，李晔（2003）则认为分配公平越强烈，组织中员工的

满意度、组织承诺、组织公民行为等积极感受和行为就会越多，组织管理实践的有效性就越高[28]。

梁开广（1999）对中国企业的组织公平研究表明分配公平对组织承诺、工作满意度都有影响[29]。

De Hoogh和 Den Hartog（2009）指出，伦理型领导通过对下属展现出诚实、尊重下属和关怀及

公道的作风，直接增加了下属的满意度和情感承诺，同时也间接增加下属承诺水平，是由于它们促

进了更为公平的氛围的塑造，而下属感知到该氛围，进而影响员工的态度。这种影响在分配公平程

度比较高时更容易和伦理型领导与组织承诺之间发生联系，并且员工的满意度也会更高[30]。因此，

可以从伦理型领导的概念以及学者的研究推测出伦理型领导增加了分配公平性，增强了伦理型领导

对员工职务态度的积极作用，在加入分配公平为调节因素后，感知组织内部分配不公平的员工的满

意度和组织承诺会变低，合作减少，感知组织内部分配公平程度高的员工的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会变

高，合作增多。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

H：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力对职务态度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H1：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力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H2：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力对组织承诺的影响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4 变量的测量

4.1 伦理型领导力的测量

伦理型领导的实证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 Brown 等（2005）的量表[31]，是单维度量表，量表具

有较好的跨文化适切性，世界范围内的研究中应用较多且信效度较好，本文保留其 10个测量项，对

测量项目的描述部分做了相应的调整以契合本文的内容。

4.2 职务态度的测量

4.2.1 工作满意度的测量

国内外对于工作满意度的测量量表较多，最有代表性的有：Weiss, England和 Lofquist（1967）

的明尼苏达满意度量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32]，应用较为广泛。经验证该

量表在组织形式、文化传统差异化程度较大的员工测量中效果较好，但是时间较为久远且内容过于

繁琐。由于研究需要，采用单维度的总体员工满意度问卷，在原有明尼苏达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

共包括 6个测量项目。

4.2.2 组织承诺的测量

对组织承诺进行测量的常见工具主要是Mowday, Streers和 Porter（1979）发展出来的组织承诺

量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33]，这是最常见的测量组织承诺的工具。值

得注意的是 OCQ 有长短两个版本，长的版本有 15个选项（最初的 OCQ），有的学者认为 15个选

项中有 6个与离职的测量重复而将之删除成为短版本。故本文选取Mowday, Streers和 Porter（1979）

建立的组织承诺量表，共 15个题目长版本的 OCQ量表和 6个题目的短版本整合，共包括 6个测量

项目。

4.3 分配公平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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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公平感知，特别是分配公平感的作用更为显著。因此本文选取分配公平作为调节变量，问

卷的采用是借助刘耀中（2007）翻译的 Colquitt（2001）提出的分配公平量表（Organizational Justice

Scale, OJS）[34]，该量表已得到广泛应用，权威性较强。

4.4 基本资料测量

基本资料统计量表主要包含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加入研究模型，具体包

括 7个题项：您的性别、您的婚姻状况、您的年龄、您的教育程度、您的工作年限、您的职级、您

的工作领域。本文的对象为中国知名国企 CP 公司的 31 家分公司的员工开展，预调研发放问卷 50

份，实际收回 50份；正式调研发放问卷 6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556份。采用问卷星企业版系统

开展了问卷发放和回收整理。

5 实证分析

5.1 信度分析

由表 1可知各个变量的 Cronbach's α系数均符合大于 0.7的基本标准，而且在 0.8以上。可见，

本文采用的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同时观测变量及其潜变量之间的 CITC大多数在 0.6~0.8之间，

这表明各个问项的潜变量设置情况较好，问卷信度良好。

表 1 各变量的信度分析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variables

变量 题项 CITC 项已删除的 Cronbach's α 值 Cronbach's α 值

伦理型领导

EL1 0.737 0.923

0.930

EL2 0.711 0.924
EL3 0.713 0.924
EL4 0.689 0.925
EL5 0.785 0.920
EL6 0.728 0.923
EL7 0.722 0.924
EL8 0.730 0.923
EL9 0.724 0.923
EL10 0.732 0.923

工作满意度

MSQ1 0.736 0.831

0.867

MSQ2 0.624 0.851
MSQ3 0.645 0.848
MSQ4 0.703 0.838
MSQ5 0.621 0.852
MSQ6 0.658 0.846

组织承诺

OCQ1 0.703 0.858

0.881

OCQ2 0.677 0.862
OCQ3 0.678 0.862
OCQ4 0.713 0.856
OCQ5 0.644 0.867
OCQ6 0.719 0.855

分配公平

OJS1 0.696 0.836

0.865

OJS2 0.643 0.846
OJS3 0.580 0.856
OJS4 0.655 0.844
OJS5 0.696 0.836
OJS6 0.699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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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效度分析

如表 2所示，检验结果表明：调查数据的 KMO检验值为 0.917，大于 0.70，说明该问卷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示，近似卡方值为 13477.144，数值比较大，显著性概率为 0.000

（P<0.01），因此拒绝 Bart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因此效度结构较好。

综合以上分析说明，本文选取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表 2 Bartlett检验

Table 2 Bartlett's Test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917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3477.144

df 861

Sig. 0.000

5.3 测量变量的关系分析
调节效应检验运用 Spss25.0软件的线性回归进行检验，主要构建了 3个模型，将基本信息（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从业年限、职务级别、工作部门）、调节变量（分配公平）都
作为自变量放入模型中，因变量均为工作投入。此外，第 3个模型引入交互项。

表 3 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对工作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Table 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justi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job satisfaction

变量
工作满意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018 0.012 0.014 0.016
婚姻状况 -0.109 -0.08 -0.063 -0.064
年龄 -0.180* -0.200** -0.177* -0.171*

教育程度 -0.026 -0.013 -0.004 0.001
工作年限 0.082 0.092 0.086 0.082
职级 0.023 0.004 0.011 0.008

工作领域 0.068 0.061 0.053 0.049
自变量 伦理型领导力 0.467** 0.437*** 0.463***
调节变量 分配公平 0.186*** 0.202***
交互项 伦理型领导力×分配公平 0.144***

R² 0.013 0.229 0.263 0.282
调整后 R² 0.001 0.218 0.251 0.269

F 1.069 20.337*** 21.611*** 21.444***
注：N=556 *代表<0.05 **代表<0.01 ***代表<0.001

为了验证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力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建立回归模型予以

检验。为提高模型可解释性，加入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1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婚否、工龄、职务、工种作为自变量，工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建模；模型 2 加入

伦理型领导力作为自变量；模型 3将自变量加入分配公平，以工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建模；模

型 4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否、工龄、职务、工种、伦理型领导力、分配公平、伦理型领

导力与分配公平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工作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建模。

在模型 2中，自变量伦理型领导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效应（β=0.437，t=11.684）；在模型 3

中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为 0.144（t=3.869），说明该交互项对工作满意度有显

著的效应。同时，模型 1 的 R²=0.229，模型 2的 R²=0.263，模型 3 的 R²=0.282，显著提高，说明

模型解释能力增强。因此说明调节变量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对工作满意度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所以 H1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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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和组织承诺的调节效应

Fig.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表 4 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对组织承诺的调节作用

Table 4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变量
组织承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007 -0.012 -0.011 -0.008
婚姻状况 -0.069 -0.047 -0.037 -0.04
年龄 -0.093 -0.109 -0.097 -0.087

教育程度 0.024 0.034 0.039 0.047
工作年限 0.041 0.049 0.045 0.04
职级 0.026 0.012 0.015 0.011

工作领域 0.018 0.012 0.008 0.002
自变量 伦理型领导 0.362** 0.346*** 0.387***
调节变量 分配公平 0.100* 0.126**
交互项 伦理型领导×分配公平 0.226***

R² 0.004 0.134 0.144 0.192
调整后 R² -0.008 0.121 0.130 0.177

F 0.349 10.594*** 10.193*** 12.948***
注：N=556 *代表<0.05 **代表<0.01 ***代表<0.001

调节变量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和组织承诺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验证。为了

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引入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模型 1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

状况、工作年限、职级、工作领域为自变量，组织承诺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模型 2以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年限、职级、工作领域、伦理型领导、分配公平为自变量，组织

承诺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模型 3以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年限、职级、

工作领域、伦理型领导、分配公平以及交互项伦理型领导 X分配公平为自变量，组织承诺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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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 1中自变量伦理型领导对组织承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β=0.346，t=8.581）；模型 2中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 0.226（t=5.697），说明交互项对组织承诺有显著的影响作

用，且模型 1 的 R²是 0.134，模型 2的 R²是 0.144，模型 3 的 R²是 0.192，显著提高，说明模型解

释能力增强。故证明调节变量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和组织承诺的影响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故假设

H2成立。

图 3 分配公平在伦理型领导和组织承诺的调节效应

Fig.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综上所述，分配公平对伦理型领导力和职务态度的影响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假设 H成立。

6 结论

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体现在既是市场的企业，也是国家战略载体。伦理型领导要在追求经济

利益的前提下保证政策执行和社会责任落地，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的集中体现。基于本

文所得到的实证分析，在中国国有企业中，伦理型领导力对员工职务态度发挥着显著影响，并受到

分配公平显著调节。伦理型领导以诚实、正直作为自身品质，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位员工，在做出

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到员工的实际需求和各项权益，在员工需要的时候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

过程中，分配公平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在中国国有企业中，伦理型领导者应当注重分配公平，

在做到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实现组织效能优化，保障国有企业的公共属性，服务国家宏观政策。拥有

伦理型领导力特质的领导者能使员工感受到职业上的公平感以及来自组织的关怀，在分配公平调节

之后，员工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感得以提高，由此可以发展出具有优良职业态度的员工群体，保障

组织整体绩效持续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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